
 



利用外资对国内大循环作用的文献研究 

摘要：外资是连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载体，其形成的外资经济既参与国

内循环，也参与国际循环。尽管中国利用外资规模逐步扩大，但外资在整体经济

中的占比和贡献却在逐步下降。围绕着新发展格局下还要不要进一步扩大利用外

资，外资还能不能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在学术层面还有一定的争论。为深入剖

析外资对国内经济循环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式，着重从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相关研究、对外资争论作用和贡献的相关研究、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关

系的研究以及文献评述等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国内

大循环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对于外资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

和实证检验都不够充分，还需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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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发展格局的相关研究 

2020 年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将之作为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理论指导和战略遵循。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重塑我

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

学术界围绕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时代背景、概念特征、价值意义、形成基础、

辩证关系及相应的构建措施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着眼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

理论上以新的内容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永亮，2020；

任君和黄明理，2021）。目前，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国经济发展

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角度阐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理论范畴，是马克

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它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理论（张任远，2020；高惺惟，2021；周小亮，2021）、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高

惺惟，2021；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张永亮，2020）、



剩余价值理论（裴长洪和刘洪愧，2021）、世界市场理论（柳思维等，2021）、空

间生产理论（胡博成和朱忆天，202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张永亮，2020）

等理论，学者们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运用到了对新时代和世界变局的分析当中（逄锦聚，2020）。 

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看，一些学者沿用亚当斯密经济学范式，用大国经济发

展理论阐释了双循环的大国规模经济效应。发现由众多人口形成的超大市场规模

是大国济发展的重要优势。这是因为超大市场容量带来劳动分工细化、生产技术

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以及产业竞争力提升（荣晨，2018）。大国经济的规模性不

仅表现在人口众多以及幅员辽阔方面，也表现在资源丰富和市场需求大等方面，

由规模经济带动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并由此获得竞争优势已成为定律（Alfred 

Marshall，1890）。李震（2021）研究表明大国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性、内源性和多

元性等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研究认为，我国依托超大规模

的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经济形成了叠加耦合效应，构成了经

济的超大规模性。 

从国际贸易理论看，有学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一国经济在与国际经济相衔接过程中，基于比较优势相互竞争、相互依

存（刘元春，2020）。 有学者基于“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

为虽然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往往最先在发达国家问世，但若要进入国际市场，

须先在国内获得广泛市场，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为前提（丁平和张二震，

2013）。有学者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循环

水平的重大意义（张建华和刘仁军，2004；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 

以上理论共同表明，国内需求、本土供给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后者以前者

为基础和前提，只有畅通国内大循环，牢牢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从而把对

外贸易内嵌于国内市场，才能实现双循环的良性互动（钱学锋，裴婷，2020）。 

（二）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 

学界普遍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具有自

然性和必然性（任君和黄明理，2020；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生很大变化（江小涓等，2021），

中美关系复杂且多变、多变经贸合作相对停滞不前（余淼杰，2020；陈佳，2020，

李猛，2020；余淼杰，2020；张明，2020）；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Donald 等，

2019），发达国家主导制造业回流（Acemoglu& Restrepo，2019），中国产业链供



应链的安全和地位受到极大挑战（黄群慧，2021；赵英臣 2020；余淼杰，2020）；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和蔓延，强化了贸易体系碎片化和区域化（高伟，陶

柯，2021；陈佳，2020；王钰鑫和王耀鸿，2021；王在全，2020；丁一凡，2020；

李猛，2020；徐奇渊，2020）。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进入发展新时期，一是要素禀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进入明显递减区间（郭晴，2020；王晋

斌和厉妍彤，2021）。二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我国的

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境流动规模已经居世界前列（江小涓等，2021），

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内需潜力旺盛，新领域投资增长空间大（徐奇渊，

2020；彭小兵和韦冬萍，2020；陈文玲，2020；黄群慧，2021）；我们拥有门类

齐全的产业链和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余淼杰，2020；张明，2020）。可以说，

当前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 40 年有已经有很大不同

（江小涓等，2021）。 

（三）“内循环”和“外循环”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认识和理解。有学者认

为国内循环就是“内需”，国际循环就是“外需”（徐奇渊，2020），有学者认

为国内循环是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国际循环是向国外

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江小娟和孟丽君，2018；

汤铎铎等，2020），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循环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国际大循环是以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为基础（刘元春，2020）。还有学者认

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完全依赖国内要素、在国内

生产、在国内消费的纯内部经济循环（王晋斌和厉妍彤，2021），各个国家间只

是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有所差异（张彩云和马宇，2021）。有学者认为，不管程

度如何，各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出发点都是以外促内，推动国内经济发展（黄群慧，

2020）。中央也多次强调，“双循环”中的“内循环”是“开放的循环”，因此，

判断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的侧重点，不应该看生产要素来源（张彩云和

马宇，2021）。 

学者们普遍认为，即使概念上能够界定，但是对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程

度的数量上的界定却是很有难度的。黄群慧（2021）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将

一国的 GDP 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最终品贸易生产、简单中间品全球价值链

分工生产和复杂中间品全球价值链生产四个部分，通过计算各部分增加值占



GDP 的比值，来衡量国家国内经济循环和对国际经济循环的依赖程度。 

（四）“内循环”和“外循环”的辩证关系 

关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一些学者主张两者有主次之分。有人认为

新发展格局的新意主要是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贾康，2021）。认为当前逆

全球化思潮涌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深度融合越来越艰难，在这种情势下，

两个循环的脱钩或将成为主要发展趋势。有人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强调以扩大内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是排斥、弱化甚至否定国际

循环，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要从“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转变为“国内循环推

动国际循环”以更高水平和层次参与国际循环（钱学锋和裴婷，2021；董志勇和

李成明，2020；张永亮，2020；高伟和陶柯，2021；陈佳，2020；蒲清平，杨聪

林；2020；高惺惟，2021）。另一些学者主张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认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不是探讨两者的主次之分，而是在于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朱民和郑重阳，2021；李震等，2021）。国内循环是实现国际循环

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国际循环是实现国内循环的支撑、外延和补充（钱学锋和

裴婷，2021；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王晖，2020；张永亮，2020；高伟和陶柯，

2021；陈佳，2020）。 

很多学者研究证明，从数量上我国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格局。特别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转变越来越明显，

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7 个年份超过 100%（杨英杰，2020），我国进出

口贸易依存度已经从 2006 年的峰值 64%降低到 2019 年的 32%左右（黄群慧

2021）。同时也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非是简单的数量上的主次关系。而是

战略上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放到国内，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和实现国内循环

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杨伟民，2021；黄群慧 2021）。也就是说，我国以国内经

济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经济不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要以“内循环”带

动“外循环”，以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推动国际分工和国际技术创新的发

展（邹菊芳，2020），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供给质量，通过

挖掘内需潜力，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加大吸引全球资源要素进入，以内部市场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对外开放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以“外循环”的高水平发展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完善和发展，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黄

群慧 2020；刘元春，2020；李晓，2021），由此可见，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动力在于“双循环相互促进”（李计广，2020）。 



（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和措施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畅通国内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两个方面展开

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研究。 

在畅通国内循环方面，有学者从供给侧出发，一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

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国内产业链、供应链更加

完整（高惺惟，2021）；二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调整投资结构，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稳步扩大有效投资（马晓河，2929；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

学者从需求侧出发点，提出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包括现代化市场体系、现

代化产业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和消费体系，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黄群慧 2021；

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学者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各个环节出发，研究如何

通过打通堵点推动形成双循环。在生产环节，学术界主要从加强科技自主创新、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钱学锋和裴婷，2021；王在全，2020；余淼杰，2020；赵英

臣，2020），以及推动产业链升级，维护产业链价值链安全，增加高质量有效供

给（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丁一凡，2020；李猛，2021；

徐奇渊 2020；任君和黄明理，2021）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流通环节，主要从

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钱学锋和裴婷，2021；张永亮，2020；蒲清平和杨聪

林，2020；余淼杰，2020；赵英臣，2020；李贤，崔博俊，2020；依绍华，2021），

提高流通环节的现代化程度（黄群慧 2021）、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三个方面进

行了探讨。在分配环节，学者们主要从稳定就业、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入手，提升分配高效公平，在消费环节，主要从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等入手研究如何提升消费能力（黄群慧

2021），从提高民生保障标准入手研究如何增加消费意愿，还有学者从促进消费

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完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方式等方面展开讨论（高惺惟，2021）。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方面，学者们主要从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思考。

有学者从“以内引外，引外强内”角度出发，提出以畅通国内循环激发国内市场

潜力，以更加壮大和完善的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高技术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服

务于中国经济，提升中国产业链水平（裴长洪和刘洪槐，2021；江红霞和王赞新，

2021）。有学者从研究内外需关系入手，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作用在于，推

动内需和外需之间从替代关系更多走向互补关系（江红霞和王赞新，2021）。有

学者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出发，提出对外开放要走向更深层次，加强国内国

际标准对接，构建适用于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制度体系（江小涓，2021）。 



二、利用外资的有关争论 

（一）改革开放以后围绕外资的争论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是否应该引进外资的争论不曾间断，大学每隔 7、8 年

就会发生一次（桑百川，2005）。当前面临新的形势和格局，关于是否继续利用

外资的争论再次上演。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围绕着中国是否应该利用外资，展开了激烈争论；1988

年前后，围绕着利用外资是否扰乱了经济秩序、外资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中国是

否被外资利用等问题，展开了新的争论。1995 年前后，围绕着外商投资是否威胁

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垄断了中国市场、挤跨了民族经济和民族品牌等问

题，掀起了又一轮大规模争论（张问敏等，1997；张宗斌，1999；桑百川，2005；

张宇，2008）。 

2004 年前后，争论集中在中国利用外资是否过多（陈默，2004；桑百川，

2005），中国是否还应该积极利用外资；外商投资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陈默，

2004；陈飞翔等，2004）；外商投资是否威胁了国家经济安全；外商投资是否垄

断了中国市场；利用外资是否存在“拉美化”危险（任慧玲，2004）；外商投资

是否瓦解了自主创新体系（马天毅，2006；侯润秀，2006）；外商投资是否挤垮

了民族经济；利用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否必要等方面1。 

2012 年前后，中国利用外资进入调整期，争论围绕利用外资是否阻碍了中

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刘志彪，2015），是否制约了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李玉梅

和桑百川，2010；牛泽东，2011；胡静寅等，2011；谢兴龙和陈英，2011；梁云，

2015），是否加剧了环境污染，中国是否还需要加工型外资（隆国强，2012；裴

长洪，2013；张二震，2014 林毅夫，2015；桑百川和张彩云，2016）等方面展开。 

（二）中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后围绕外资的争论 

2020 年前后，党中央适时提出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发展格局。肯定了创新

的核心地位，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问题；

强调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指出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讨论。针对外资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利用外资的回顾与反思”座谈会，2004 年 3 月。 



其一，外资到底属于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有学者单从要素来源角度认为外资

是国际要素来源，属于国际循环的组成部分（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有学者单从市场角度认为内循环就是内需，外循环就是外需（徐奇渊，2020），

可以理解为外资企业国内销售的部分属于内循环，出口国外的部分属于外循环。

有学者从经济成分的角度认为外资企业落地中国，构建和延伸供应链，形成产业

集群，最终成为中国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长期的运营中

逐步实现本土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担任外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外籍人员在

中国工作生活学习中国文化甚至安家。很多外资企业，已经融入中国经济的实体，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涛涛，2017）。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

和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下，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互相渗透、相互融

合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割裂，因此单从某一个角度论证有失偏颇。外商投资

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效途径和纽带，对于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定位

还缺乏一个综合性界定。 

其二，利用外资是否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我国

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安全，这符合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而自主创

新，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价值链是否意味着外资就不再重要成为外资领域关

注的重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外资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和产业链升级，反而会通

过低端锁定、挤出效应等抑制自主创新和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宛群超，2018；

石大千和杨咏文 2018；马婧，2018）。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外资能够通过研发投入

产生溢出效应、产业链关联带动技术创新，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刘文华，

2017；唐宜红，2019，郑妍妍和李磊，2020），国内自主创新也离不开外资企业

带来的全球领先技术和高科技人才参与国内技术创新攻坚。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的关键是推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之中，使其成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增强本土企业的不可替代性（聂平香

和乔睿，2021）。一些学者认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自立根生、自主创新。也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腿，更

不是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相反，我国产业自主可控的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提

升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一种高效、开放的自主可控（程俊杰和闫东升，2021），

需要一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刘世锦，2020）。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绝不能

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

创新两轮驱动（赵永新,2018）。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uri%3A%28bec1b4314b34327c%29%20author%3A%28%E5%AE%9B%E7%BE%A4%E8%B6%85%29%20%E6%96%B0%E7%96%86%E5%A4%A7%E5%AD%A6%E7%BB%8F%E6%B5%8E%E4%B8%8E%E7%AE%A1%E7%90%86%E5%AD%A6%E9%99%A2&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sort=sc_cited


其三，通过利用外资开放倒逼改革的这条路是否还有必要。我国发展的内外

部环境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再平衡挑战。尤其是在国家提出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后，开放能够继续为改革提供强大动力成为理论和政策层面都面

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些观点认为当前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中国新

一轮的改革主要依靠自主改革。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开

放程度任然是偏低的，距离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仍然有一段距

离（崔凡，2020）。到了新阶段，我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开放牵动影响

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突显出来了（迟福林，2019），

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改的都是“硬骨头”。推进改革,除

了需要有勇气,还需要主动引入外部压力,以开放倒逼改革（龙永图，2018）。 

三、外资作用和贡献研究 

（一）利用外资的传统理论研究 

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外资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关于外商直接投

资影响经济增长, Solow ( 1950) 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 FDI 对产出增长率的影

响主要受到劳动和资本的限制,短期内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并不能改变总

产出增长率。Rostow（1960）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出了 “起飞”理

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有效投资少，无法启动经济增长，需要引进外

资提高投资占比。 Hymer (1960) 等人的垄断优势理论, Vernon(1966) 的产品生

命周期理论, Duning(1977) 的国际生产折衷论，Kiyoshi Kojima（1978）的比较优

势论等, 都从不同方面对 FDI 进行了深入研究, 形成了许多 FDI 理论。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有其特殊性。1966 年，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

斯最早提出 “两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储蓄和外汇缺口，可以通过外

资弥补，通过提高资本稳态水平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秦宛顺和唐爱

国，1997；卢汉林，1998；康立，2006；章昌裕，2012；刘建丽，2019）。很多学

者在他们研究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展，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 “三缺口”模型，

是在两缺口模型基础上增加了财政缺口，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政府投

资进行经济建设，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政府税收与实际征税水平之间存在税

收缺口，利用外资能够有效增加税收收入，弥补税收缺口（卢进勇等，2019）。

后来学者们又发展了“技术缺口”，认为可以通过引进以技术为载体的外资，实

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李学彦，2004；汤文仙和韩福荣，2000；卢进勇等，2019）。 



（二）基于传统理论的外资贡献研究 

根据利用外资的“缺口”理论，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的作用和贡献总

结为以下几点： 

1.外资与国内资本形成 

很多学者认为外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直接增加了东道国经济建

设资金供给，加速了国内资本的形成，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促进了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Lardy ，1995 ；Kaiser，1996；朱劲松，2001；高铁梅和康书隆，2006；

刘宏和李述晟，2013；甘星和印赟，2016；杨红丽，2017；刘江龙等，2021）。学

者们主要从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扩大国内储蓄（Bosworth 等，1999；马晶

梅和王宏起，2011）、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杨新房等，2009；武力超，2013；桑百

川，2019）、形成挤入效应和互补效应带动国内资本配比，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率

（Noorzoy，1979；Borensztein 等，1998； Agosin 等，2000；黄华民，2000；杜

江，2002；陆建军，2003；薄文广，2006；谭本艳，2009）等方面切入研究。也

有学者对外资扩大国内资本积累效应的大小产生质疑，认为从长期看外资对国内

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杨柳勇和沈国良，2002)，或者说挤入和挤出净效应并没有想

想中的那么大，不同的产业挤入挤出效应不同（王永齐，2005；万军，2007；冼

国明和孙江永，2008），甚至对国内资本的形成并无显著的促进作用（邵锋祥和

袁晓玲，2010）。 

2.外资与外汇储备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外汇储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从双顺差角度切入，认为

流入东道国的 FDI 扩大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促进了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徐永

久，2002；刘雪松和曹显兵，2006；卢锋，2006；房永旭，2008；王佳菲，2012）。 

其一，很多学者从资本跨境流动的直接效应入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

收支和外汇储备的影响。比如，测算 FDI 对外汇增长的实际贡献率（何青和杨晓

光，2003）；考察 FDI 对国际收支造成的顺逆差（姚枝仲和何帆，2004）；通过实

证方法分析 FDI 和外汇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姚枝仲和何帆，2004；朱金生和杨维

梁，2005，杨记军等，2008；陈安和杨振宇，2011）。很多研究证实 FDI 带来的

资本项目顺差对中国外汇储备确实存在正面作用（叶耀明和高平平，2003；王允

贵，2003；郭洪仙和李晓峰，2004；卢方元和师俊国，2012；王增磊和张恒义，

2017），但同也时认识到可能带来的外汇储备的波动、人民币的稳定等问题（熊

琼和付含，2009），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 FDI 属于长期资本流入、多



以实物投资为主，不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长，反而可能因为增加进口而降低外汇

储备（余永定，1997；汪洋，2004；马敬桂，2015）等。 

其二，也有很多学者从国际贸易切入，分析资本跨境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进而研究其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投资与贸易的替代

和互补关系（Mundell, 1957；Buckley＆Casson，1976； Chenery＆Strout，1966)。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得益于出口导向经济（Dooley，2004；王增磊和张

恒义，2017），外商直接投资是出口创汇的主要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

易形成我国双顺差的结构（卢锋，2006），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创造的贸易

顺差对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王佳菲，2012）。但随着我国经济增

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内需拉动转型，市场寻求型外资的增多，外资出口创汇的功能

在逐步降低（王佳菲，2012；罗素梅和张逸佳，2015）。 

3.外资与税收收入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两个方面： 

其一，外资的流入促进了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比如外资流入具有增长

弹性，通过直接增加涉外税收收入促进地方税收收入增长（唐礼智，2008），带

动 GDP 增长间接引起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长（陈晓等，2020），很多学者通过实

证分析证明外资对我国税收收入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张庆君和孙雅静 ，2008；

杨晓丽和许垒，2011；黄翔，2012）。 

其二，外资的流入对税收收入增长具有负向作用（逯建和杨彬永，2015）。

比如，地方政府为引进外资采取关税减让、税收优惠，减少了应收涉外税收，给

国家财政收入带来较大损失（王政，2004；胡再勇，2006；周黎安和陶婧，2009；）；

区域间为引进外资采取的财政竞争降低了外资税收收入贡献（李永友和沈坤荣，

2008），因此取消对外商投资的税收差别待遇，统一税制，实行税收国民待遇，

成为众多学者的政策呼吁（贾康和孙钢等，2005；胡再勇，2006；王延杰和陈洁，

2006）。 

4.外资与技术进步 

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种资本、管理和技术的综合体，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

经验会扩散和溢出到本土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姚树洁等，2006；

杨红丽，2017）。早期对发达工业国的 FDI 技术外溢，通常聚焦于研发投入、全

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等（Coe&Helpman，1995）。随着发展中国家 FDI 流入的增

加，很多研究开始关注 FDI 技术外溢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其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1960 年，MacDougall 首次提出外商

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后，Findlay（1978）的 “赶超理论”和 Romer（1986）

的新增长理论也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技术溢出效应。此后，国内外很多学者

的理论研究成果对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表示认可。他们认为，FDI 是重要的技术

来源渠道，引进 FDI 可以产生技术转移效应（叶耀明等，2005）、知识溢出效应

（沙文兵，2013；Amann，2014）、竞争效应（Caves，1974；Kokko，1992；Bessonova，

2002；陈涛涛和陈娇，2005； Lin&Saggi2007；刘军等，2011）、示范效应（Kokko，

1990； Saggi，2000；江小涓，2002；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Pitelis&Teece,2010），

产业间垂直效应（Ariken&Harrison，1991； Ethier&Markuse，1996；Pack&Saggi，

1999 ；张宇和蒋殿春，2008；石绍炳和吴和成，2014），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生产

率（Findlay，1978； Bonelli，1998；Moreir，1999；沈坤荣，1999；胡小娟和温

力强，2009）。一些学者从内生技术进步角度研究了引进 FDI 带来产品种类增加

（Romer，1986； Lucas，1988）和产品质量提高的技术进步（Romer，1990；

Grossman&Helpman，1991；李怀建和沈坤荣 2013）。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引进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还表现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Wang，1990； Yudaeva 等，2003）、

提升科技人员流动（蒋殿春和厦良科，2005； Fu，2012）。还有学者从行业和区

域的角度切入，研究了 FDI 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

l986；Gregofio，1992；冼国明和严兵，2005）。但是，也有很多学者研究认为 FDI

不存在技术溢出。有学者认为 FDI 由于低根植性和低关联度，导致技术溢出效应

甚微（Aitken&Harrison，1999；Birkinshaw，2000；廖杰，2003；阎敏，2007），

有学者认为受限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在发展中国家 FDI 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Cohen 等，1989；李捷瑜和王美今，2009），甚至认为因为较大的技术差距，

FDI 会通过替代效应（ Stewart&James，1982；Fransman，1986；Kim，1991）和

挤出效应（田毕飞和陈紫若，2016）等抑制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蒋殿春和夏良科，

2005）。 

其三，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学习效应。主要指模仿、学习、使用来自发达国

家的已有技术和知识（Dahalman&Nelson，1995）。外资企业为发展中国家的模仿

生产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它们的学习和模仿成本（Lj 等，2001；Glass 等，2002），

使得技术落后的国家学习已有技术，实现后发优势（Wang&Blomstorm，1992）。

各个国家的技术条件不同，因此模仿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也有差异

（Atkinson&Stigliz，1969；Diwan，1991）。FDI 对东道国外溢效应的大小很大程



度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模仿能力和吸收能力（Cohen 等，1989；Kokko，1994； 

Perez，l997；倪海青和张岩贵，2009；牛泽东等，2011）。包括东道国的制度特征

(Coeeta1，2000；张宇，2008；李平和季永宝，2014)、人力资本水平（Keller，

1996；Borensztein 等，1998；Girma，2005；张宇，2008；鲁董景等，2016）、知

识产权保护（(Helpman，1993；Lai，1998；Yang&Maskus，2001；胡立君和郑玉，

2014）、经济开放度（Moran，1998；包群和赖明勇，2003；黄静，2006）等。 

（三）关于外资作用的拓展研究 

1.外资与就业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并不一

致。一些学者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提升东道国就业水平（Boren 等,1998； 

Golejewska，2002；沙文兵和陶爱萍，2007；Federico& Minerva，2008； Hoi&Pomfret，

2010；刘宏和李述晟，2013；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罗燕等，2020）。另外一

些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东道国劳动力就业增加的原因，其就业效应很小 

（Jenkins，2006；邵锋祥和袁晓玲，2010），或者认为 FDI 降低了东道国的就业

水平（丁翠翠和郭庆然，2014；蒋勇，2017）。 

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就业效应：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以

绿地投资、并购投资方式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田素华，2004；曾国平，2006；罗

燕等，2020；黄亚捷等，2018）。第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

的发展，间接增加就业数量（李 良，2016），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垂直溢出减

小了本土企业的就业波动（李磊和卢坤豪，2020）。第三，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规

模效应提升劳动力需求 ( 毛日昇，2009) 。第四，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东道国

出口促进就业增长（Fu&Balasubramanyam，2005）。第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

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就业弹性（Todoroski，2008；毛日昇，2009；唐时达和周申，

2011；周申等，2010）。刘洋和青白（2016）利用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跨国

企业比国内企业的就业率会高出 25%。韩民春和张丽娜（2015）通过研究外资撤

资问题，发现撤资导致了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就业产生了负面效应。 

还有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负的就业效应的研究：第一，外资企业

并购国内企业后，出于提高效率和利润的目的调整组织架构，进行裁员，从而减

少东道国就业数量（田素华，2004）。第二，FDI 通过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挤出

国内企业，导致失业增加( 郑月明和董登新，2008；李良，2016；李磊和卢坤豪，

2020) 。第三，FDI 提高一国生产技术和效率水平，可能通过技术替代效应降低



劳动力需求( 毛日昇，2009；李良，2016)。很多研究发现 FDI 的就业效应存在产

业和区域差异。比如有研究认为 FDI 有效拉动了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但对第以

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拉动效应并不明显（王燕飞和曾国平，2006；黎中彦和韩

兆洲，2013）。还有研究认为 FDI 有效拉动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就业，但对中西部

地区的就业效应为负（朱金生，2013；郭庆然，2013）。 

2.外资与收入分配 

其一，外商直接投资与工资水平。很多学者研究发现，FDI 与东道国工资水

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提高东道国劳动力工资，

改善就业质量。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了资

本—劳动比率，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应增加，使得劳动

力的报酬上升（盛斌和魏方，2012；李莺莉等，2014）。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企

业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商品边际收益，从而更愿意支付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

工资，可以直接提高东道国劳动力收入(Aitken 等，1996；Feliciano&Lipsey，1999； 

Graham，2000；Girmaet 等，2001；沈桂龙，2012)。第三外资企业通过影响东道

国劳动力供需结构，带动内资企业提高工资水平( Feenstra&Hanson，1997；许和

连等，2009) 。第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溢出途径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率，进而提

高其工资水平( Hoi ＆ Pomfret，2010；罗珊、黄翠珊（2012）)。第五，外商直

接投资可以刺激政府加大教育投入，进而实现劳动力素质结构升级和工资薪酬的

上升（张二震和任志成，2005；李莺丽等，2014）。也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FDI

促进工资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Girma 等，1999），甚至会导致东道国工资水平

的下降（Rosoff，2005）。尤其是我国很多行业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外商直接

投资会抑制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升（刘素华等，2007）。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

研究发现，我国人均 FDI 的持有量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工资整体水平将下降

0.0197 个百分点。 

其二，外商直接投资与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抑制居民消费能力是当前我国经

济稳增长的重要障碍之一（傅元海，2014）。而 FDI 进入形成的外资经济也是影

响我国收入分配的重要力量之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

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一些研究认为外资经济扩大了收入差距。第一，

虽然外资企业工资水平较高，但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较低，拉大了收入差距（周明

海等，2010；朱彤等，2012；孔庆洋，2013）。第二，FDI 的流入增加了对技术人

员和熟练工人的需求，提高了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工资，拉大了这部分人员与



非技术人员以及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距（Goux&Maurin，2000；包群和邵敏 2008）。

第三，外资企业的高工资和对内资企业的低端锁定拉大了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

收入水平，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Chen 等 ，2011；Saglam&Sayek，2011；于峰

和卢进勇，2014）。第四，引资高质量倾向导致技术替代人工加剧对劳动收入份

额的抑制作用（李平和郭娟娟，2017）。第五，FDI 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就业结构

效应和区位选择效应加剧了城乡收入分配不均（冷艳丽等，2017），一些研究认

为外资经济缩小了收入差距。第一，外资企业的大规模进入，吸纳了大量的城镇

低收入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一方面提升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增加了

农村人口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周娟和张广胜，2009；盛斌和魏

方,2012； 郑磊和汪旭晖，2018）。第二，在区域战略影响下，外商直接投资逐步

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扩展，带动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壮大，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

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升（戴枫 ，2010）。第三，外资经济提

高了市场化水平，加剧了市场竞争，诱使内资企业模仿外资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完善公司治理水平，内资企业效率提高，工资水平上升，内外资企业工资差

距可能缩小（Lipsey&Sjuholm ,2004）。第四, 如果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足够大，

就可以抵消一部分贫富差距效应（周华，2006）。很多学者的研究证明 FDI 对收

入分配的影响非线性的。如傅元海和李文星（2014）研究发现，外资经济与全国

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何枫和徐桂林（2009）、宋勇超和朱延福（2013）

研究发现 FDI 的收入分配效应呈先升后降的倒 U 型等。 

3.外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投资通过创造新的需求，形成新的产业而改变原有产业结构。Markusen（1999）

提出跨国公司通过关联效应能较大程度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和转型升

级。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产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实践

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卢春阳

和吴凡，2009）。多年来，很多学者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证明了外商直接投资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王洛林等，2000；江小娟，2002；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蒋殿春和王春宇等，

2020）。而一些研究结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反而会加剧产业间的不平衡，从而

抑制产业结构的升级（陈继勇和盛杨怿，2009；杨祖义，2018）。至于具体机制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宏观视角出发。这部分研究以 “缺口模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为理论基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东道国的资本供给

（陈迅和高远东，2006；文东伟等，2009）、市场结构 (Hymer，1976； Caves，

1982；聂爱云和陆长平，2012)、技术创新(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对外贸易 

(Camilla，2000；Hunya，2002；宋京 ，2005)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的机制。

例如，谢建国(2003)、文东伟等（2009)研究认为 FDI 促进了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

的提升，有利于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黄日福和陈晓红（2007）从资本供给和技

术溢出两个方面入手，证明了外租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二，从资源再配置视角出发。这部分研究主要以 Syrquin，M．、 Chenery，

H．B．和 RobisonS(1986)提出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为理论基础，研究 FDI 通过影

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的流动，及生产要素再配置，提升生产效率，

产生“结构红利”（师磊和陈建先，2018），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Maddison，1998；

Peneder，2002)。例如，郭克莎（1992 研究发现，要素的自由流动流动对于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姚战琪（ 2009）、温杰和张建华（2010）、王恕

立和滕泽伟（2015）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高了东道国劳动力流动

速度和效率，同时还提高了东道国的产品质量。Femandes&Paunov（2012）、桑瑞

聪等（2017）研究发现服务业 FDI 可以通过分工专业化、增加服务中间品等渠道

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从而产业结构升级。蒋殿春等（2020）认为，外

资具有竞争效应，外资企业进入后，通过影响区域内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引发东

道国的资源再配置，从而推动产业升级。MaryAmiti 等 （2004）以美国为例 ，

证明服务业国际转移与美国劳动生产率有强的相关性 。Hanley（2003）以爱尔

兰为例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对其电子行业的生产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三，从三产结构变迁视角出发。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产

业流向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基本一致（郭欣，2009；唐艳，2011）。他们

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更多流入第三产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转型（聂

爱云等，2012；李树祯和张峰，2020）。例如，姜建平和赵伊川（2007）、钟晓（2009）

研究证明，服务业利用 FDI 与我国服务业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稳定的

正相关关系，服务业 FDI 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周燕和王传雨（2008）

通过分析 FDI 与三次产业增加值相对变化之间的回归关系，发现 FDI 通过提高

第三产业占比和降低第二产业占比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则认

为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化作用并不明显，反而加剧了产业间的不平衡。如

郭克莎（2000）实证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剧了我国三大产业



的结构偏差，扩大了中国产业发展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陈迅和高远东（2006）研

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不是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 

其四，从产业类型转变视角。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资本和技

术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促使中国的生产活动和出口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行业转

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肖钢，2008；文东伟等，2009）。

贾妮莎等 (2014) 实证研究认为，与短期效果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

构升级优化的长期作用更加突出。（王军（2006）认为 FDI 催生并推动了我国新

兴产业的快速增长。张帆和郑京平（1999）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有助

于我国经济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唐艳（2011）认为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

了很大发展，其中外资的作用功不可没。 

其五，从产品结构优化视角。产品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品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具有一定的作用（王军，2006）。

Shelp（1981)认为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进

而提升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丰富产品的供应，提高产品的更替升级速率。唐艳

（2011）研究发现，与我国内资企业相比，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投入

更大，产品升级的速度更快，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整体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4.外资与自主创新 

其一，学术界对自主创新的理解。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看法。从国际相

关研究看，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引进技术为基础，通过引进、消化和

吸收，先发展制造能力，然后培养创新能力（Lall,1982；Westpjal 等,1985）。有

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在新技术领域赶超发达国家，但在成熟技术领

域，发展中国家很难建立起足够的技术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竞争

（Perez&soete,1988）。从国内相关研究看，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是“技术引进”

的对立物，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创新（杨晓玲，1999）。有学者认为是从引

进到消化再到创新的过程（毛蕴诗，2006）。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的本质是“技术

突破的内生性”，即依靠自身能力提升创新水平（施培公，1996）。有学者从知识

产权角度研究认为，自主创新是知识产权的独立创新（柳玉林，1997）。有学者

定义了自主创新的外延，即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陈

至立，2005），并认为引进先进技术是基础，消化吸收是关键，实现再创新是目

的（乔为国和陈芳，2010）。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产生的成果由东道国企业自主

持有（李玉梅，2011）。有学者认为自主创新有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几乎完全



立足于本国力量，另一种是基本立足于本国力量，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为主，同

时不排除引进部分先进和适用性技术（郭飞，2021）。还有学者从自主创新与对

外开放之间关系视角研究认为，开放环境下，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内外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彭建平和李永苍，2014）。黄传荣和陈丽珍（2013）研究认为，自主

创新是内外资源协同应用的结果，应以互利共赢的开放心态对国外资源充分利用。

基于对自主创新内涵和外延的定义，学者们也相应的提出了实现途径和方法。一

是从提高自己创新能力角度出发,提出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科技投入；发挥企

业主体力量，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加大人才培养等（郭飞，2021）。二是从引

进消化再吸收角度出发，（武汉大学开放式创新研究课题组，2019）。提出融入全

球科技创新网络，引进国际先进资源，吸引国外优秀人才等。 

其二，外商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机理。有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研究了

FDI 与自主创新的关系，认为 FDI 通过技术扩散、技术溢出、产业关联、学习模

仿等效应提升东道国生产率从而提升创新能力（Kokko,1994；Blomstrum 等，2000；

Cheung&Lin,2004；冼国明，2005；王红领等，2006；王子先，2013；毛其淋，

2019；詹江和鲁志国；刘斌等，2021）。但是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相反的

结论，认为 FDI 会拉大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本土企业间的创新差距（Haddad 等，

1993；Aitken 等，1999 ； Aldaba 等，2010）。有学者从研发活动角度入手研究

FDI 与自主创新的关系。李玉梅和桑百川（2011）认为 FDI 可以产生研发国际化

效应，带动和激励东道国企业设立研究开发机构，促进国内创新资源的聚集，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Cheung& Lin （2004）、刘星和赵红（2010）研究发现，外商

直接投资对我国专利申请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与此相反，刘云等（2003）、

徐全勇（2007）、范承泽等（2008）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对国内专

利申请产生替代和竞争关系，企业层面外资规模越大，东道国研发投入越少。有

学者从产品创新角度切入。张雪莹(2010）认为外资企业引进了新产品，是新产品

扩散的重要源头。王华等（2010）研究认为外资份额与企业新产品开发之间的关

系，结果并未发现 FDI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证据。有学者从发展阶段探讨了 FDI

的不同作用。 

5.外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外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直接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目前学

者们主要从几个角度入手，证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一

些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



洪光（2013）认为政府因素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

用。周忠宝等（2020）等研究认为，东道国的信息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能够推动

外商直接投资发挥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刘建丽(2020）研究认为，在中

国当前的制度框架内，吸引和利用外资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间接作用方

面，学术界多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白俊红和吕晓红，2017），促进产业结

构合理化（李晓英，2018）推动技术进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劳动者素质

（李娜娜和杨仁发，2019），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田素华，2019），推动东道国

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改善环境和空气质量（姜磊等，2018）等角度

切入。 

四、外资与产业集群研究 

（一）外资驱动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产业集群理论。认为现代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生

产要素的优化集聚形式，其由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厂商、供应商、专门化协会

所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公用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资源的共享，降低生产成

本、信息交流成本和物流成本，产生规模集聚效应、外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竞

争力（张向阳和钟新波，2012）。简单理解为关联产业因为知识、投入产出、需

求等方面联系而产生的地理上的集中，是产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

（卢长宝，2010；高虹和袁志刚，2021）。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将地区聚集

优势的来源总结为共享劳动市场、可获得低成本的中间投入、信息共享和技术外

溢（李俊江和马颋，2004）。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在地方产业

集聚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张宇，蒋殿春。2008）。从国内外经验

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呈现出同类产业或相关产业外资企业在同一区域集

中的态势（徐康宁，2006）。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大致可总结为三个方面： 

其一，外资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克鲁格曼认为，市场需求、外部经济、

产业地方化促成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可能促进劳动者、技术、知识

的流动，保证生产的规模经济（李金华，2020）。外资企业通过自我强化效应、

区位优化效应、来源国效应和循环累积效应，进而推动形成和壮大地方性集群规

模（Cheng&Kwan，2000；徐康宁，2006；陈健，2008；李晗斌，2012）。尤其是

跨国公司进入，有助于确立集群在本行业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产生自我强化机制，

吸引更多的 FDI 进入并使得集群区域成为行业内的技术中心和创新中心（张宇，



蒋殿春 2008）。通过上下游产品的迅速配套、技术与销售渠道的共享等获得规模

经济 Porter （2000）等实证研究发现，集群存量每增加 10％，该地区被未来投

资者选中的可能性就增加 5％至 7％。Head 等（1995）的研究表明，日本在美国

的直接投资选址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集聚效应而非禀赋因素。Guimaraer（2000)

通过对葡萄牙 FDI 的定位研究发现，由于仿效其他外国公司的决策以降低不确

定性 ，外国投资者可能被吸引到外国公司集中的区域。Guimaraes 等（2000)的

研究证明硅谷 IT 集群、伦敦金融业集群的发展都得益于各大跨国公司在该区域

的集聚。此外，Krugman（1993）认为不仅是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市场潜力也

是集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外资的集聚会产生外部效应。集聚生存是跨国公司之间基于各自核心

竞争优势，为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以扩大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 ，

增强彼此的市场竞争地位而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的相互依赖 、互为客户或以联盟

为基础的生存战略（陈丽源，2016）。一方面，通过满足跨国公司有关专业化生

产、垂直生产、价值链整合及业务外包等战略所需的知识共享、专业化人才市场、

降低创新成本、降低交易与实际物流费用、实现本土化运营的需要 (郭立伟等 ，

2006)，从而完善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体系，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并实现生产与创新

成本的节约（张宇、蒋殿春，2008）。另一方面，基于竞争效应，跨国公司的跨

国投资也会出现扎堆现象（Porter , 2000），从而在东道国形成产业集聚。Dunning

（1977）的理论认为，外资企业进入初期会加剧东道国竞争，打乱东道国原有生

产体系，降低东道国的产业集中度。但是经过充分竞争后，东道国市场的产业集

中度会再次提升。Enright（2002)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美国纽约之所以能够形成医

药产业集群，根本上是得益于来自法国和瑞典的外商直接投资。加拿大的电信服

务产业集群则得益于来自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诸如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其三，外资通过溢出效应推动集群升级。众多学者研究证明，外资企业基于

产业链关联需求，密切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并且通过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管

理实践等的溢出，推动上下游行业的成长，进而推动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壮大

（Pesters，2001；王黎明和赵德峰，2008）。外资企业基于自身创新发展，优化升

级的需求，会通过订单升级、技术共享、知识培训等方式，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

理念传递给链条上的其他企业和组织，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提高技术水

平，提升生产效率，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集群优化升级（Kaplinsky 等，2001；卢长

宝，2010； Mukim 2015）。Guimares&Woodward（2000）研究认为，外资企业对



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存在累加效应。也就是说，龙头企业的进入会吸引更多外资

企业随之进入，而且基于其自身发展，会纳入价值链的更多环节，从而提高集群

整体的附加值。Thompson（2002）研究发现，形成产业集群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比

分散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多的技术转移。但引入外商投资是手段不是目的，

需要系统思考期对集群升级的影响路径。 

（二）外资对中国形成产业集群的影响 

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通过集聚区域内外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形成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涂文明，2008）。 

其一，外资壮大产业集群规模。众多学者研究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在

推动中国形成产业集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赵伟和张萃，

2007；石卫星和吴韡，2020)。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

中国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集群（Cheng& Kwan，2000；张宇和蒋殿春，2008；易会

文等，2011；接玉芹，2016）。很多学者从具体行业入手，研究发现外资的大量

进入产生了明显的聚集效应。例如，徐康宁和陈奇（2003）、王雷（2008）研究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推动我国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逐步形成以外资为核心的

制造业集群。李娜和伍世代（2019）通过对我国产业集聚的行业分析发现，外商

直接投资参与度越高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越好。 

其二，外资通过集群发展推动我国形成优势产业。从产业发展经验看，我国

在全球具有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造产业，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对外开放引进外

资（张宇和蒋殿春，2008）。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我国的汽车行业（刘新

英和李清，2008）、电子信息行业的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高的正相关、

在外国企业的前向嵌入方面，江苏的电子信息、设备和金属制造业，上海、福建

与广东的重工业等都表现出关联优势。康灿华和杨灵灵（2013）研究发现外商直

接投资促使我国高级生产要素的累积，提高我国产品质量水平和标准合理化。周

建军（2020）研究发现，世界多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业链有较大的依赖。 

其三，外资通过集群发展带动国内企业成长。跨国公司作为龙头企业，通过

配套产业链，带动本土企业孵化成长。相应地，本土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公司主导

的产业链，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拓展国际市场，吸收国际先进要素。主要表现在

本体企业生产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质量的提升，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等。与此

同时，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充分竞争、抢占市场，使得内资企业迅

速成长，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江小娟，2002；张宇和蒋



殿春 2008；蒋兰陵，2011）。当前，通过引进外资企业，推动地区产业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用以促进产业升级，带动就业增长，推动经济提升的重要

方式(周兵等，2014)。 

五、外资与消费 

（一）新发展格局与消费关系的研究 

当前学界针对国内大循环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切入，探讨了消费与双循环的逻辑关系。包括消费

升级与双循环的内在联系，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和改革路径（李世美等，2020）

以及如何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供需的动态平衡（柳思维，2021）。其

二，从宏观经济事实出发，论证了消费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通过

实证研究发现，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是导致中国经济

下行的重要因素（栗亮和刘元春，2004；潘文卿等，2015；渠慎宁，2018）。学

者们研究发现，2014 年至今，消费已经成为超过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第一动力。稳定的消费和追求高质量的投资已经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两大重要因素

（王晋斌和厉妍彤，2020）。因此，在外需萎缩的背景下，为顺利实现生产过程

与流通过程的统一，国内大市场必须形成稳健、强劲的消费力量。刘伟和刘瑞明

（2021）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8.5 亿，占比 60.60%，未来仍有巨

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对消费方式水平和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拥有 4 亿

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阶段，进一步支撑着我国消费需求的稳定基础。众多学者认

为，当前阶段有必要把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 “压舱石”（倪红福等，

2020；王晋斌和厉妍彤，2020）。其三，从改善结构、提高收入、挖掘潜力等角

度切入，聚焦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出堵点和难点，阐述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

力的应对举措。包括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三次分配效率，以更加完善和

健全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董志勇和李成明，

2020；高伟和陶柯，2020；蒲清平和杨聪林，2020；丁一凡，2020；徐奇渊，2020；

张明，2020；倪红福等，2020；王晋斌和厉妍彤，2020）；畅通流通环节，挖掘

消费潜力，提升消费环境，拓展消费领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任保平和苗新宇，

2021）。 



（二）外资对国内消费的影响研究 

学界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现有文献主要从两

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从经济、就业、工资水平、分配结构等角度入手研究了外

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消费的影响。尹希果等（2005）对居民消费水平、商品出

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

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寻求型特征 。建议利用外资优化消费结构，培育国内的

消费市场和通过优化消费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霍杰（2015）研究了外商直接

投资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韩民春和张丽娜（2015）研究了制造业外商直接投

资撤离的就业效应。二是从动态比较优势、规模效应、产业选择、全球价值链重

构等角度分析了消费对外商投资促进作用。王丽和张岩（2016）认为中国拥有雄

厚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能满足投资企业的市场需求。陈志恒和季希春

（2019）研究认为，中国长期积累的人力资本和消费市场，能够促进国际高端服

务业的内向转移和集聚，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有利于中国发挥主导作用。 

六、外资与全要素生产率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张文魁，2018），就

是考虑所有投入品之后得到的生产率，它在加权的基础上将所有生产要素（材料、

人工、维护、公用事业等）量化为一个表达式（Poe&Mechem，1983），测算总产

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真实投入量之比。早期 John W.Kendrick 发展了全要素生产

率并应用于测量经济体内行业整体经济的总生产率。目前学术界法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如测算具体区域、选定行业

和特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速（Volek&Novotná，2015；Kim &Par，2018； 

Levenko，2019；Hamia，2020）。例如，利用经济增长模型构建回归等式，分解

总要素生产率，采用数据包壳分析（DEA）方法进行输入输出分析（Li 等， 2013）

等。二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如研究能源、投资、技术、劳动力、

环境、贸易、政治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Ranis，2007； Sangho，2016； 

Haider 等，2021），并从国家、城市、产业、企业等多个维度对该影响进行实证

分析，探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Boussemart 等，2017；Bergeaud 等，2017；

庄芹芹，2021）。  



（二）外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其一，促进论。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提高东道国的总

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Liu&Wang（2003）研究了 FDI 对中国工

业部门横截面样本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资的存在、研发水平和企业规模是

提高中国产业 TFP 水平的最重要因素。Fukao&Yukako（2005）通过分析日本制

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调查外资企业是否比国内企业更有生产力，发现外资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本国研发强度、有形资产和工资增长率的提高。Pessoa 

(2005)以 1985-2002 年间 16 个经合组织国家数据为样本，使用了面板数据方法,

研究了 FDI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实证检验表明，FDI 对东道国的全要素生

产率有积极影响，可能是因为 FDI 是国际技术转让的渠道。Elsadig（2008）考察

了 FDI 流入对人力资本、劳动力、吸收能力和实物资本的影响，发现 FDI 在通

过 TFP 的贡献所推动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Arisoy（2012）

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对 TFP 和增长作出了积极贡

献。Baltabaev（2013）利用 1974-2008 年间 49 个国家的小组数据，发现 FDI 存

量增加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积累，技术落后的国家吸

收前沿技术的能力也在提高。Iwasaki 等（2015）研究发现，FDI 对 TFP 的积极

影响可能会在获得大量外国资本的地区增加，而且发现 FDI 与当地研发潜力之

间产生了积极的协同效应。Ayesha 等（2016）利用 2003 年至 2011 年期间 123 个

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小组数据，发现绿地外国直接投资对 TFP 没有显著影响，

而跨境并购对 TFP 在总样本中具有积极影响。Zhu&Ye（2018）采用超 SBM 模

型分析了 FDI 对中国包容性绿色总要素生产率影响，发现有积极作用。国内学者

也通过实证模型分析和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中，杨向

阳和童馨乐（2013）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从

细分情况看，对技术进步增长率影响为正，对技术效率增长率影响为负。李佳和

汤毅（2019）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中国省际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对技术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其二，抑制论。Damijan（2003)通过使用 1994-1998 年期间的公司数据研究

了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直接技术转让的影响及其对八个转型国家本地公司的

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发现技术主要是通过直接的外国联系转移给

本地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会为国内公司带来积极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刘舜佳

( 2008) 通过时间序列模型研究发现，在短期内 FDI 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



FDI 和国际贸易在长期却会降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刘舜佳和王耀中（2012)研

究认为 FDI 在区域内产生了正向溢出、在区域问产生了负向溢出， FDI 空间溢

出总效应弱化了全要素生产率。Filiz&Kadi（2014）通过金砖四国和土耳其的经

验分析，发现 FDI 是资本、新技术和无形资产（如组织和管理技能）的来源，但

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促进样本国家的技术变革，反而对这些国家的 TFP 有负面影

响。王贞力和林建宇（2018）研究了 FDI 对东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

FDI 没有促进东盟全要素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 

其三，行业层面。Wang（2010）用 19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数据，

对加拿大 80 个制造业的 FDI 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FDI 通过前

向和落后的行业间联动对总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有强烈影响。Sailesh（1999）

将银行的总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然后进行面板回归，

以确定 FDI 对银行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öse（2009)等使用 1966-2005 年间 67

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和大量的工业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了金融开放度与 TFP

增长之间的经验联系。发现金融开放度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Fernandes&Caroline（2011）使用智力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资

对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外资促进了智力制造

业企业的创新活力。Demir 等（2016）基于垄断竞争模式的经验结果研究发现，

外国投资者面临更高的进入壁垒，对东道国过去 TFP 水平的反应更强，FDI 也比

其他形式的投资更能改善未来的 TFP。Eita（2021）通过调查安哥拉总要素生产

率的驱动因素发现，FDI 对所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积极影响，尤其是经济

开放程度和汇率的贬值，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国内看，

方健雯（2009）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刘凯和

彭小雨（2015）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Liu

等（2016）利用内源性增长理论框架，使用 1328 个公司级数据估计模型研究发

现，生产力差距限制了 FDI 对 TFP 的影响，而外国参股则加强了外国合作伙伴

的技术转让，从而增加了中国电子行业的 TFP。邱斌等（2008）研究发现，FDI 

从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七、外资与制度变迁 

（一）经济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North）在 1973 年最早提

出。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在社会认知的进步、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变革、

制度安排的组织成本等因素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原有制度无法满足获利需求的情

况下，既得利益者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为目的进行的制度创新（North，1976）。

拉坦（V.W. Ruttan）延续和推进了诺思的观点。他认为，制度变迁更多的是社会

或者组织知识进步的结果（Binswanger&Ruttan, 1978）。Gruchy（1985）在《比较

经济制度》中总结了影响经济制度变动的若干变量，包括社会经济环境、经济体

制、政府在这个制度下执行的政策、经济活动的结果、评价经济活动成果的标准、

经济活动的质量。林毅夫（1989）则认为，经济制度是一种“产品”，认为制度

的变迁来源于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他还把经济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

性变迁。 

（二）外资与经济制度变迁 

其一，外资影响经济制度变迁的原因。从外资角度看，外资首先具有资本

属性。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的攫取高额利润，有一种超越民

族、国家和地区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2。在扩张本性的驱使下，资本

“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资本的本质和扩张

性决定了它必然打破束缚其发展的各种限制，扫除建立世界市场的障碍，使得整

个世界成为资本价值增值的场所（王作印，2007；郭宏，2015）。在世界市场形

成之前，这种扩张更多的表现为武力征服，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更多的表现

为国家发展形态的趋同。其次外资具有制度属性。作为既得利益者，外资在世界

各处推广和输送市场经济制度的动力（郭宏，2015），并通过游说、博弈、溢出

等方式影响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行为（Hillman&Hitt，1999；李健，1999；郭宏，

2015；Acemoglu 等，2015）。从东道国角度看，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

外资企业，具有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和运营方式，熟悉掌握国际通行规则，追求市

场自由、产权独立、竞争公平的制度环境，这些正是转型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所欠

缺的特质。为了发展本国经济，东道国会主动放松规制，转变经济政策，改革国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48 页，第 391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07 页。 



内经济制度，如放宽产权约束、出台激励政策、改变管理方式等以吸引更多的外

商直接投资流入（张炜和景维民，2012；黄玖立等，2018）。东道国需要同时维

护自己的目标，如增加当地股权比例、增强当地控制权、寻求跨国公司的技术溢

出效应等，表现为东道国规制手段和方式的不断演进（邱立成等，2003）。 

其二，外资对转型经济体制度变迁的作用。学术界将国际或外部力量对东道

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导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89；郭宏，

2015）。其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指外部力量通过武力手段强行逼迫东道国进

行制度变革。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指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东道国通过内部化调

节国内制度结构，达到提升制度效率的过程（Thomas，2002）。大工业时期，随

着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制度变迁主要的外部力量，以“变革施动者”

的角色（郭宏，2015），在转型国家的经济制度建中发挥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作用。

但是关于外资对转型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学术界观点各异。大多数研究认

为，外商直接投资对转型经济体的制度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中国为例，众多

学者研究认为，外资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改变了中国微

观经济主体的构成，对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起到

了推动作用（储祥银，1996；桑百川，2000；张彩云和李计广，2018）；打破了

我国长期以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带来了新的分配

机制和理念（罗长远，2005；孙杰，2006；王霞，2010 王子先，2008）；带来了

市场经济要素，推广了市场经济概念，催生了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各类要素市

场，满足了外资企业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江小娟，2019）；带来了先

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加快了企业制度的变迁，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

定了基础（刘建丽，2019）等。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的构建中发挥了间接的、结构性的影响，起到了“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诱导

性制度变迁作用。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能高估外资对中国的作用，有一些学者

甚至否定外资影响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外资对国内

制度变革和战略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Pearson，1991 ；Feng，2006）从这些研

究中不难发现，导致学术界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观察外资施加

影响的机制的不同所致。 

八、文献评述 

通过梳理、归纳和总结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我国外资发展形势、贡献和

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已非常成熟，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为后



续学者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一些领域也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 

第一，学术界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讨论已经十分广泛，但对于双循环的

概念仍存在较大争议，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外延尚缺乏明晰的界定；对于国

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但对相互促进作用的

机制分析相对匮乏。 

第二，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现有文献多从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背景、

内涵外延、经济意义、政策建议等角度切入，专门针对外开放在其中作用的研究

相对较少，特别是聚焦于外商投资的作用的研究更加少见。 

第三，针对外商投资的研究，现有文献涵盖了各个发展阶段外商投资对中国

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机制。但是，在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大的转变，

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变化、新要求下，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

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大国市场优势，促进高质量发

展等现实需求下，是否还需要以及如何积极利用外资？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些重大

现实问题还需进一步开展探讨。 

第四，针对外商投资作用机制的研究，现有文献从外商投资的经济效应、溢

出效应、集聚效应、环境效应、全球价值链攀升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外商投资的经

济影响。总体上，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一种影响因素的研究，针对多重因素的

综合分析相对较少。特别是，有关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针对外资对中国经济整体影

响的分析，专门针对国内大循环的研究还不多见。 

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将围绕外资对于国内大循环的作用机制，展

开相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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